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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   题
近年，小街坊、密路网的倡议提出来之后，

较高密度的街道路网又再次被视为是城市具有

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去不少研究认为，较

小的街坊块以及较密的街道网络都是现代工业

化城市所缺乏的要素，使得那些城市缺少诸如

历史老城那样丰富多彩的街头生活气息。简·雅

各布斯（Jane Jacobs）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之

一 [1]。美国新城市主义之中，较高的街道密度

也是其重要的判断指标之一。不过，不少学者

也指出，不少新城市主义的城镇并未形成生机

勃勃的氛围，反而往往空无一人 [2]。此外，威

廉·怀特（William Whyte）对纽约进行长期的

录像观测，发现街道活力较高的场所也许未必

出现于小街坊之中，有可能出现在狭长的广场

之中、阳光充沛的嘈杂马路边、座椅合适的街

头等，并提出每个场所与其他场所的连通性至

关重要 [3]。比尔·希列尔研究低收入住宅中的

社会和空间现象之后，也提出相对于局部单纯

加密路网的举措，空间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才是

为城市带来经济活力的主要动力 [4]；并明确了

局部街道加密只是提升了局部的可达性，而整

体可达性则是把城市各个部分聚集在一起的机

制 [5]。另一方面，城市的活力也看似来自其多

样性，不同的城市分区具有不同的特征，那么

这些城市分区与街道网络的密度有关系吗？这

也带来一个问题，城市看似具有某种秩序，同

时又具有貌似混乱的多元性，那么城市空间是

如何平衡这种秩序和多样性的？本文将从空间

流动的角度，关注城市分区秩序的空间规律，

并探索可能的理论发展方向。

我们先来大致看看北京和伦敦历史中心区

以及伦敦道克兰区的空间情形。显然，北京和伦

敦的历史中心区都发展得相对成熟；而伦敦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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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区的城市更新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中包括

大量彼此独立的住宅小区或商务区，反映了现当

代城市发展的理念之一。我们采用两个交叉口之

间的线段长度去类比街道路网的密度。可发现，

伦敦道克兰区的线段长度最短，平均为 41.6m；

伦敦中心区其次，平均为 44.4m；北京中心区最

长，平均为 69.8m。这其实反映了当代高密度建

设的社区或小区，或多或少受到了美国新城市主

义或英国新乡村主义的影响，其开发的街道密度

并不低，甚至要高于传统的历史城区。此外，这

也体现了北京街坊规模或院落尺寸比伦敦的要大

些，然而这并不暗示北京的街道活力就要低些。

伦敦道克兰区的街道活力反而明显低于伦敦中心

区和北京中心区，而其街道路网的平均密度反而

最高。我们再看一下轴线长度，也就是视线或运

动趋势所限定的最长的线，且以最小的数量遍及

整个研究城区。我们较为诧异地发现：伦敦道克

兰区的轴线平均最短，为 140.9m；北京的其次，

为 247.4m；伦敦的最长，为 253.4m。由于北京是

明显的方格网结构，而伦敦是更为自由的结构，

所以直觉上会认为北京应该具有平均最长的轴线。

北京的轴线并不像设想得那么长，这是由于北京

的胡同空间基于较为封闭里坊发展而来，且当地

的封闭小区或大院也不少，从而导致了北京的轴

线在局部层面上较为细碎。

对于道克兰区，很明显由于其轴线被封闭

小区、高档办公区等打断，形成了不少孤立的“岛

屿”，并未形成如同老城区那样连绵细致的街

道网络。因此，道克兰区反而并未在更大尺度

上通过较长的视线轴线将各个片区有机地联系

起来，这看似对其活力有一定影响。在很大程

度上，这说明了城市的活力很可能并不是完全

源于街道空间的平均密度，反而是源于城市在

较大尺度上的彼此联系。

我们再看看街道网络密度。以 1,200m 范

围内街道线段的数量近似地度量街道网络密

度（图 1），可发现：伦敦高密度的街道网

络集中在历史老城区，如老金融中心（The 

City）、西区以及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小部分，

呈现出明显的单中心结构；北京高密度的街道

网络围绕在故宫中心，南北向更为强烈，也

大致呈现出单中心结构，只不过体现为一个

高密度的环，环所围绕的是相对低密度的故

宫；伦敦道克兰区西面靠近老金融中心（The 

City）的部分有较高的密度，然后向东面逐步

降低街道网络密度，只是在新金融城（Canary 

Wharf）和贝克顿（Beckton）密度有所提高，

总体为从西到东逐步降低的趋势。然而，如果

采用平均米制深度（Metric Mean Depth）或嵌

入度，在上述 3 个案例之中都会发现分区的现

象（图 2），称为拼贴图案模式（Patchwork 

图1 / Figure 1
三个案例的街道密度图
Street Density Map of The Three Cases

图2 / Figure 2
三个案例的拼贴分区图案
The Periodic Patchwork Patterns of The Three Cases

a. 伦敦历史中心区街道密度图

a. 伦敦历史中心区拼贴分区图案

b. 北京历史中心区街道密度图

b. 北京历史中心区拼贴分区图案

c. 伦敦道克兰区的街道密度图

c. 伦敦道克兰区的拼贴分区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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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貌似与某些地名所确定的分区类似。

这说明街道密度本身并不会推动分区现象的产

生。于是，我们需要去探索这些分区是何种几

何机制导致的。

2 城市分区的“波峰与波谷”模式

过去的研究表明：由平均米制深度生成的

分区模式可以转化为“波峰与波谷”模式，这

种转化采用山形散点图，即纵轴为特定半径 k

的平均米制深度的倒数，横轴为半径 n 的平均

米制深度。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探

索任何地区特定半径下的米制特征与整个网络

的米制整合模式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伦

敦和北京的历史中心地区以及伦敦道克兰区。

在两个历史地区，可发现所有由地名所界

定的地区在特定半径下的山形散点图中呈现为

波峰或波谷（图 3）。例如，当半径为 1,600m时，

伦敦历史中心地区的老金融城（The City）呈

现出明显的波峰，其顶端是伦敦皇家交易所和

英格兰银行等，这里是米制整合度最大的地方，

而其周边则呈现出绿色和蓝色的格网，表示空

间相对隔离；而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则呈现出相反的情景，体现为波谷，其谷底是

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学院和英国国家神经医学

院，该地区在历史上就属于伦敦的大学校园区，

其米制整合度最低，而它们周边的地区具有更

高的米制整合度。又如半径为 1,100m 时，北

京历史中心地区的东四地区呈现出波峰，其顶

端是铁营胡同，明朝属思诚坊，又名铁箭营，

清朝称铁匠营，多有铁匠作坊，打马掌、制冷

兵器，其米制整合度最大，周边则米制整合度

较小；而南锣鼓巷呈现出波谷，其谷底是东棉

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就在旁边，其米制整合

度最小。大致而言，与商业有关地区往往会呈

现出波峰模式，而与大型公共机构或封闭住宅

有关的地区常常呈现出波谷模式。

不过，在伦敦道克兰区案例之中，某些地

名地区呈现出波峰或波谷，而某些地名地区则

呈现出多个波峰或波谷，并不能在较高的半径

下融合成为一个波峰或波谷（图 4）。例如，

皇家码头（Royal Docks）地区在 1,700m 下呈

现出两个波峰，一个为银城（Silvertown），

另一个为皇家码头机场南部的住宅区，在任何

半径下它们都不能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波峰或波

谷。对于银城，在 400m、500m、700m、1,200m

处都反复地呈现出波峰。与上述历史中心区相

比较，说明伦敦道克兰区由于其各个地区、社

区、小区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常常被绿化或水

道隔离，并未形成肌理上彼此交织的细致网络，

所以各个地名地区并未融入其周边地区，它们

之间的空间非连续性随度量半径的增加，而被

a. 伦敦老金融城（The City）

c. 北京西四

b. 伦敦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d. 北京南锣鼓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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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地识别出现，体现为不同半径下的波峰或

波谷。

3 拼贴图案模式与街道密度变化

 不管伦敦和北京的历史中心地区，还是

伦敦道克兰区，在不同的半径下其空间网络都

呈现出拼贴图案模式。要么是暖色的分区图

案，对应于波峰；要么是冷色的分区图案，对

应于波谷。这种波峰或波谷的模式貌似与希利

尔（Hillier）的网格强化理论有关，其理论认

为城市的增长导致了中心区的街坊块变小，而

周边的街坊块则保持较大的规模，从而使得城

市网络中从所有街道到其他街道之间的米制距

离之和最优。那么，我们对每个暖色图案（波

峰）或冷色图案（波谷）进行研究，比较构成

分区图案的所有线段的特征以及那些参与到形

成分区图案的所有线段的特征，后者包含在特

定半径下形成的分区图案的所有线段在同样特

定半径距离下连接到周边的线段，因为这些周

边线段都参与到特定半径下米制平均距离的计

算之中。换言之，我们期望比较每个分区图案

与其周边的关系。

图 5 显示了 1,400m 半径下伦敦三片暖

色分区图案和三片冷色分区图案。前者大

致分为老金融区（The City）、克勒肯维尔

（Clerkenwell，即艺术和科技创意活动的聚集

区）、苏荷（Soho）与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等构成的市中心活跃地区；后者大约

分为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即伦敦的一

些大学所在地）、梅费尔（Mayfair）的一部

分（即西区的高档办公住宅区）、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其中黑色部分为由 1,400m

半径下米制平均距离所生成的分区图案，灰色

部分为分区图案 1,400m 范围内的周边地区。

从视觉上，很难一下区分黑色部分和灰色

部分的街道密度。然而，定量的分析（表 1）

表明：对于暖色分区图案而言，黑色部分的平

均街道长度小于灰色部分，且黑色与灰色的比

例均值为 0.74，差别较为明显；而对于冷色分

区图案而言，灰色部分的平价街道长度小于黑

色部分的，且黑色与灰色的比例均值为 1.40，

差异较为显著。对伦敦其他的分区图案进行同

样的分析，得到同样的结论。 这说明伦敦的

暖色分区街道密度比其周边的更高，而冷色分

区的街道密度比其周边的更低。

对于北京 1,400m 半径下的分区图案和伦

敦道克兰区 1,200m 半径下的分区图案进行分

析，也可得到完全相同的结论。表 2 将 3 个案

例中所有分区图案的街道长度平均值进行了进

一步分析，还比较了它们的平均连接度，即每

条街道段连接其他街道的数量。这两个变量都

图3 / Figure 3
伦敦和北京历史中心区的波峰和波谷模式
The Peak and Trough Patterns of The Historic Central Districts of London and Beijing

图4 / Figure 4
伦敦道克兰区的皇家码头的波峰和波谷模式图
The Peak and Trough Patterns of The Royal Dock of London Dock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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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街道的密度。对于暖色分区而言，黑

色部分的街道长度均值要明显小于周边灰色部

分，而黑色部分的连接度均值只是稍微高于周

边灰色部分，这说明暖色分区的街坊块大小要

明显小于周边灰色部分。对于冷色分区而言，

黑色部分的街道长度均值也显著地大于周边灰

色部分，而黑色部分的连接度均值也只是些许

低于周边灰色部分，这表明了冷色分区的街坊

块大小要明显大于周边灰色部分。

除了上述的普遍性规律之外，还可发现虽

然伦敦道克兰区的暖色或冷色的分区图案的街

道平均长度都小于伦敦和北京中心区，然而伦

敦道克兰区冷色分区图案的街道平均连接度明

显小于伦敦和北京中心区。在一定程度上，这

反映了伦敦道克兰区冷色分区作为暖色分区的

空间分隔，其空间非连续性尤为明显，即各个

分区之间的联系性较弱。

不过，这 3 个案例都反映出暖色分区图案

与冷色分区图案彼此相邻，构成了周期性相间

的结构（Periodic Structure）。这实际上暗示

了街道密度更大的分区与街道密度更小的分区

彼此相邻出现，而对于每个分区又存在更为精

巧的空间结构布局差异。波峰与波谷的模式也

体现了这种周期性特征。暖色分区对应于波峰，

即分区中存在米制整合度最高的中心，对应于

峰顶，也就是街坊块较小的部分，而其周边地

区的街坊块较大，这称之为“中心—边缘”母

题；冷色分区对应于波谷，即分区中存在米制

整合度最低的“边缘”，对应于谷底，也就是

街坊块较大的部分，而其周边地区的街坊块较

小，这称之为“边缘—中心”母题。因此，我

们假设周期性相间的结构来自于非均匀街道密

度的变化，即街道密度的变化才是城市分区的

内在空间形态机制。

4 两个母题与局部几何变化

基于米制平均距离而生成的拼贴分区图

案，不管是暖色的，还是冷色的，都有位于城

市中心区的，也有位于城市边缘的。然而，城

市中心与边缘的街道密度肯定不一样，那么为

什么那些拼贴分区图案都具有类似的米制平均

距离？在此，我们采用概念性的案例加以研究。

图 6 展示了两个“中心—边缘”母题，而其密

度明显不一样。第一个代表位于城市边缘地区

的“中心—边缘”母题，第二个代表位于城市

中心地区的“中心—边缘”母题。对于图中带

黑点那条线段，前者的米制嵌入度（即街道随

尺度变化的速率）为 1.56 以及其米制平均距

离为 9.03；而后者的米制嵌入度则为 1.59 以

图5 / Figure 5
 伦敦拼贴分区图案 （黑色表示分区；灰色表示参与分区形成的周边地区）
The Patchwork Patterns of London (Black denotes Patches, Grey means the surrounding areas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chwork patterns)

a. 伦敦暖色分区

b. 伦敦冷色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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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米制平均距离为 9.07。两者的数值非常接

近，都反映出“中心—边缘”母题中街坊块的

大小从中心向边缘逐步变小的趋势。这说明了

暖色拼贴分区图案的出现在于街坊块在局部层

面上由中心向边缘逐步变小的速率。

此外，图 6 还显示了两个“边缘—中心”

母题，而其密度也明显不一样。同样，第一个

代表位于城市边缘地区，第二个代表位于城市

中心地区。对于图中带黑点的那条线段，前者

的米制嵌入度（即街道随尺度变化的速率）为

2.14 以及其米制平均距离为 10.1；而后者的

米制嵌入度则为 2.15 以及其米制平均距离为

10.0。两者的数值非常接近，都反映出“边缘—

中心”母题中街坊块的大小从中心向边缘逐步

变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不管城市中心区，还

是城市边缘区，冷色拼贴分区图案的出现都源

于局部层面上街坊块从中心到边缘逐步增大的

空间机制。

普遍而言，上述分析体现了一种几何布局

方式，从每个街坊块的角度来看，其周边的

街坊块大小都随距离该街坊块的远近而发生变

化。对于整个城市空间网络而言，其街道密度

并不是匀质的；不同的分区具有不同的街道密

度的变化速率，并导致了分区本身的形成。更

为精确地说，几何布局的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因

素，即街道密度与半径变化率。对于空间句法

的线段图而言，街道密度就是特定单位半径之

内的线段数量。这实际上反映了静态的街道加

密几何特征，即街坊块本身的大小特征。而半

径本身可视为一种工具，选择距离某个原点线

段的特定半径范围内的线段总量，可视为一种

覆盖区域（Catchment Area）。于是，半径的

变化速率可认为是一种覆盖区域的变化程度，

同时也暗示了从特定街道去看待或感知周边覆

盖区域的变化程度，称为局部几何动态变化。

换言之，伴随认知半径的变化，一系列从特定

街道去认知周边的覆盖区域内街道密度或街坊

块大小的变化，构成了局部的几何动态变化特

征，其中动态的街道密度变化速率貌似导致了

拼贴分区的形成。

5 街道密度变化率与空间维度

街道密度可由较小半径下的街道线段数量

（简称 NC Rk）来近似模拟，那么我们分析不

同冷暖拼贴分区内单独线段的 NC Rk 随半径

变化的速率。例如，在伦敦历史中心区案例之

中，我们选择半径为 1,400m 的拼贴分区图案，

从红色、橙色以及蓝色的分区中分别随机地选

择出 3 条线段。这些线段嵌入其周边地区的轨

地域 分区图案

连接度均值 街道长度均值
拼贴分区

图案
( 黑色 )

周边地区  
( 灰色 )

比例
( 黑 / 灰 )

拼贴分区
图案

( 黑色 )m

周边地区  
( 灰色 )m

比例
( 黑 / 灰 )

伦敦中心区         
（1,400m）

暖色 4.910 4.699 1.045 49.013 56.351 0.858

冷色 4.813 4.817 0.999 62.026 45.540 1.355

北京中心区       
（1,700m）

暖色 4.164 4.139 1.006 63.689 78.633 0.807

冷色 4.137 4.191 0.988 104.857 70.010 1.500

伦敦道克兰区
（1,200m）

暖色 4.299 4.178 1.031 38.637 46.806 0.821

冷色 3.952 4.222 0.935 56.233 45.539 1.234

平均街道长度

序号 拼贴分区图案
( 黑色 )m

周边地区 
 ( 灰色 )m

比例
( 黑 / 灰 )

R1 31.75 47.14 0.67 
R2 38.00 51.02 0.75 
R3 38.36 48.02 0.80 

R 平均值 36.04 48.73 0.74 
B1 79.74 50.12 1.59 
B2 68.31 52.45 1.30 
B3 57.80 44.58 1.30 

B 平均值 68.62 49.05 1.40 

表1 / Table 1 
伦敦拼贴分区及其周边的街道线段长度
A comparison of Street Length of The Patch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in London

表2 / Table 2 
三个案例中暖冷拼贴分区及其周边的街道线段长度和街道连接度
Street Segment Length and Street Connectivity of The Warm and Cold Coloured 
Patches in the Three Cases

图6 / Figure 6
不同密度下概念性的两个母题试验
The Conceptual Test of Two Motifs in the differently intensified context

a. 低密度的“中心—边缘”母题 b. 高密度的“中心—边缘”母题 c. 低密度的“边缘—中心”母题  d. 高密度的“边缘—中心”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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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可由 NC Rk 与半径之间的散点图来表达。

图 7 显示来自红色分区中的轨迹更直，而来自

蓝色分区中的轨迹更为弯曲。非线性的拟合分

析表明这些轨迹都符合幂指数曲线，可以表达

为 NCk=H×ka ，其中 NCk 代表街道线段数量，

H 代表规模参数，α 代表指数参数，k 代表 

半径。

表 3 展示红色、橙色、蓝色分区中线段的

米制平均距离、街道线段数量、规模参数以及

指数参数。显然，同一类色彩分区中的米制平

均距离和指数参数基本接近，而街道线段数量

和规模参数差异较大。例如，线段 610 来自老

金融城（The City），而线段 19,191 来自皮米

里科（Pimlico），后者为相对远离市中心区

的住宅区。前者的街道线段数量是后者 2.7 倍，

而两者的指数参数（或米制平均距离）则几乎

相同。由于 1,400m 并不大，那么 1,400m 以内

的街道线段数量也代表了这两个区的街道密

度。从而，这表明了同一类色彩分区（如老金

融区和皮米里科）的街道数量或其密度本身有

可能差异较大，然而代表街道密度变化率的指

数则保持相对稳定。

实际上，从统计学意义上，我们确认了从

半径 400m 到 1,400m 之间，95% 的伦敦街道

的 NC Rk 与半径之间存在幂指数关系，其 R2

为 0.9。同时，也发现幂指数参数与米制平均

距离之间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R2为 0.813。

这充分地说明了拼贴分区图案的出现来自于街

道密度变化率。此外，所有的暖色分区内的线

段具有小于 2 的幂指数，而所有冷色分区内的

具有大于 2 的幂指数。从理论上来说，完全匀

质分布的网格的幂指数接近 2 ，实际上就代表

了 2 维的平面空间。当幂指数小于 2 时，表明

随半径增长，暖色分区的米制整合中心的街坊

块遇到越来越多的较大街坊块，即“中心—边

缘”母题；而当幂指数大于 2 时，表明随半径

增长，冷色分区的米制整合中心的街坊块遇到

越来越多的较小街坊块，即“边缘—中心”母

题。这说明了两个母题本质上代表着城市网络

的维度变形（Dimensional Distortion of Urban 

Grid），其细致的变化代表了城市空间网络的

复杂性。

6 多尺度的网络加密

那么，为什么城市空间网络不是匀质的？

这是否存在几何上的机制因素？我们开展一个

概念性的试验。图 8 是 700m× 700m 的方格

网，每个单元的一侧有 10 根 1m 长的线段组

成。该方格网称之为 Grid A，其中心还有一个

300m×300m 次级方格网，由红线标示出来，

称之为 SGrid A。一方面，对 300m×300m 次

序号 Seg19191 Seg534 Seg610 Seg1477 Seg339 Seg3678 Seg1407 Seg4736 Seg7111

分区色彩 红 红 红 橙 橙 橙 蓝 蓝 蓝 

米制半径距
离（半径
1,400m）

818.2 817.7 818.5 863.4 865.7 863.6 1004.4 1004.3 1005.2

街道线段数
量（半径
1,400m） 

1208 2159 3248 1125 1523 1638 1728                                
2268 2294

规模参数 H 1.71E-02 3.52E-02 5.19E-02 2.73E-03 3.93E-03 5.25E-03 2.82E-06 5.22E-06 5.38E-06

指数参数 α 1.54 1.52 1.53 1.79 1.78 1.75 2.80 2.75 2.74

表3 / Table 3 
个体街道线段的米制平均距离、街道线段数量、规模参数以
及指数参数
Metric Mean Depth, Number of Segments, Scale 
Parameter and Exponent Parameter for Individual 
Street Segments

图7 / Figure 7
 个体线段融入周边地区的轨迹
The Trajectory of The Embeddedness of Individual 
Segments 红色分区街道线段 橙色分区街道线段 蓝色分区街道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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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方格网的中心区进行加密，然而保持总体的

线段数目不变，那么 SGrid B 的中心加密程度

最大，SGrid B1 的次之，而 SGrid B2 的最小。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心—边缘”母题。另一方

面，对 300m×300m 次级方格网的边缘区进

行加密，然而保持总体的线段数目不变，那么

SGrid C 的边缘加密程度最大，SGrid C1 次之，

而 SGrid C2 最小。 它们共同构成了“边缘—

中心”母题。

表 4 显示了所有 300m×300m 次级方格

网的米制平均距离（MMD），半径从 20m 到

200m，彼此间隔 20m，最后的半径为 n，即

无限半径。其中红色表示 MMD 的数值大，

也就是米制整合度低。显然，匀质的网络中

300m×300m 次级方格网并不具备最为整合的

特征。从 20m 到 40m，SGrids C 和 B（分别

代表了“边缘—中心”母题和“中心—边缘”

母题）最为整合；从 60m 到 80m, SGrids C2

和 B2 最为整合，而 Grids B 反而最为隔离；

从 100m到 160m，SGrid C2（某种“边缘—中心”

母题）居然最为整合；从 180m 到 200m 直到 n， 

SGrid B 最为整合。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

匀质方格网的中央部分转变为“边缘—中心”

母题或“中心—边缘”母题，在中小半径下米

制平均距离将会变小，也就是变得在米制上更

为整合。第二，作为“边缘—中心”母题的次

级中心网络在较小和中等半径下，都具有较好

的整合度，而作为“中心—边缘”母题的则在

较小和较大半径下，都具有较高的整合度。这

也暗示了非均质的网络具有较高的整合度。

表 5 显示了所有 700m×700m 整体方格

网的米制平均距离（MMD），半径从 20m 到

200m，彼此间隔 20m，最后的半径为 n，即无

限半径。从 20m 到 40m，Grids B 和 C 更为整

合；从 60m 到 100m，Grids B2 和 C2 更为整合；

从 100m 到 140m，Grids B1 和 C1 更为整合；

从 160m 到 200m，直到 n， Grid B 更为整合。

这说明：在半径小于 140m 时，随着中心次级

网络的加密，不管是其中心抑或其边缘加密，

整体网络的米制平均距离将会变小；而半径大

于 140m 时，显然“中心—边缘”的母题将有

助于使整体网络变得更为整合。这表明次级网

络在其中心或其边缘的加密，都将使整体网络

变得在米制距离上更为整合。

从理论上看，整个城市采用“中心—边缘”

母题，将会使得整个城市层面上的米制平均距

离最小 ;而在中小尺度之上，局部层面上的  “中

心—边缘”母题或“边缘—中心”母题相互伴

随出现，也将使得米制平均距离降低。因此，

本文认为：城市存在不同尺度的网络加密，这

结合了整体层面上的“中心—边缘”母题以及

图8 / Figure 8
伦敦道克兰区的皇家码头的波峰和波谷模式图
A Test for Different Notional Grids

Grid A

Grid B

Grid C

Grid B1

Grid C1

Grid B2

Grid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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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尺度上周期性交替出现且彼此依赖的两种

母题，从而使得城市同时在不同尺度上去优化

米制空间整合程度，推动不同尺度上的街道之

间的彼此可达性或可渗透性，使得城市的几何

布局满足不同尺度的多样化功能需求。在此意

义上，周期性出现的拼贴分区图案来自于一种

非整体性（或中微观层面上）的几何变化机制。

7 讨   论

基于上述概念性试验的讨论以及相关的实

证性研究，本文认为：城市不应该被视为一组

街道密度不同且边界明确的组团或社区构成的

空间网络，同时也不宜被类比为一组细胞构成

的机体；应该将城市视为连续性的整体空间网

络，其中不同部分的街道密度随尺度的变化而

变化，从而优化所有尺度下街道之间的可达性。

在这种意义上，不同尺度下所有街道空间的最

优连接程度使得城市不再是匀质网络，从而体

现为街道密度随尺度的变化（或我们感知城市

的范围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可类比为多维网

络的波峰和波谷的动态起伏。因此，城市的分

区只是其街道密度变化速率的一种折射现象。

不同的功能分区或社会聚集本质上对应于不同

尺度上空间彼此连接的紧密程度的变化，通过

这种变化使得某些功能混合聚集在一起，同时

使得某些功能主导性地占据城市某些位置，甚

至排斥其他功能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街道

密度本身只是局部的结果表现，而街道密度的

变化率则体现街道之间的彼此连接程度，后者

才是城市富有多元活力的几何形体的支撑。因

此，从实践的角度，我们不仅要关注小街区和

密路网，而且更要关注街区大小或路网密度变

化的方式及其所对应的功能混合、整合或甚至

排斥。从而，我们可获得更为多样而有机的城

市复杂整体，其中有小街区、中街坊、大院以

及商业步行街、高速公路等城市多元要素。正

如最近的空间句法研究表明：街道本身就是社

群交流的场所，不同的连接方式推动了不同程

度的社会融合和交流。当我们从不同的尺度以

及不同的空间连接方式去看待城市的时候，也

许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维度的城市空间及其功能

活动。空间的构成关系也许促进了社会经济活

动的分类或融合，然而社会经济活动的分类本

身同样也使得空间的连接紧密程度得以分化。

于是，在物质空间建设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

空间连接程度成为一种互动的界面，而这种界

面的密度变化成为一种分类的工具。

　 MMD_
R20

MMD_
R40

MMD_
R60

MMD_
R80

MMD_
R100

MMD_
R120

MMD_
R140

MMD_
R160

MMD_
R180

MMD_
R200

MMD_
n

SGrid A 13.0 26.5 39.8 53.1 66.4 79.7 93.1 106.4 119.7 133.0 372.9 

SGrid B 11.8 25.8 41.6 55.9 69.5 82.1 94.2 106.0 117.8 129.6 361.7 

SGrid B1 12.8 26.7 40.1 53.4 66.6 79.7 92.7 105.7 118.5 131.4 365.4 

SGrid B2 12.8 26.4 39.5 52.9 66.4 79.7 92.8 106.1 119.3 132.4 369.0 

SGrid C 11.8 25.6 40.9 54.5 67.6 80.3 92.9 105.5 118.4 131.4 388.0 

SGrid C1 12.7 26.5 39.8 52.9 65.9 78.9 92.0 105.1 118.4 131.9 380.4 

SGrid C2 12.7 26.3 39.5 52.8 66.2 79.4 92.6 106.0 119.4 132.9 376.9 

　 MMD_
R20

MMD_
R40

MMD_
R60

MMD_
R80

MMD_
R100

MMD_
R120

MMD_
R140

MMD_
R160

MMD_
R180

MMD_
R200

MMD_
n

Grid A 13.0 26.3 39.4 52.4 65.4 78.3 91.0 103.7 116.3 128.8 470.0 

Grid B 12.8 26.2 39.7 52.9 65.8 78.5 91.0 103.4 115.7 127.9 467.8 

Grid B1 12.9 26.3 39.4 52.4 65.3 78.2 90.9 103.5 116.0 128.5 468.2 

Grid B2 13.0 26.3 39.3 52.4 65.3 78.2 91.0 103.6 116.2 128.7 469.1 

Grid C 12.8 26.1 39.7 52.8 65.7 78.5 91.2 103.7 116.2 128.6 474.3 

Grid C1 12.9 26.3 39.5 52.5 65.4 78.2 90.9 103.5 116.1 128.6 471.9 

Grid C2 12.9 26.3 39.4 52.4 65.4 78.2 91.0 103.7 116.3 128.8 471.0 

表5 / Table 5 
不同的700m×700m整体方格网的米制平均距离（MMD）
Metric Mean Depth of 700m×700m Grids 

表4 / Table 4 
不同的300m×300m次级方格网的米制平均距离（MMD）
Metric Mean Depth of 300m×300m Sub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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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Street Density or Spatial Connectiv-
ity ？

Yang Tao

SYNOPSI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experi-
ments and the evidence-based studies on the his-
toric districts of London and Beijing as well as 
the London Docklands, argued that a city should 
not be treated a spatial network divided into a 
series of differently intensified and well-defined 
sub-grids or communities, or an analogy of 
an organ composed by a group of cells; but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ontinuous network 
in which differently intensified areas vary with 
scale with an aim of optimising the accessibility 
among streets across scales. 

Recent syntax studies showed that street is a 
place for social community in which different 
ways of connecting streets promote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When we treat 
cities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different scales of 
connectivity, we will observe different dimen-
sions of urban spaces with their functional activ-
ities. The configurational relationship of spaces 
perhaps enhances the classification or consol-
idation of socio economic activities. Howev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cio economic activi-
ties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extent to which 
those spaces are connected. In this way, the 
spatial connectivity has become an interface 
between the patterning of physical spa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o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change rate of density can be treated as a 
tool for classification.

Empirical studies demonstrated the kind of peri-
odic structures in which warm coloured patches, 
referring to higher rate of change of street den-
sity, are mixed up with cold coloured patches, 
showing lower rate of change of street density. 
In fact, this implied that more intensified areas 
repetitively appear to become the neighbours 
of less intensified areas, and meanwhile more 

delicate configurations emerge from each area. 
The warm coloured patches were identified as 
peaks in which the summits correspond to the 
most metrically integrated spaces with smaller 
blocks. Those spaces are surrounded by larger 
blocks. This phenomenon is called the cen-
tre-to-edge motif. The cold coloured patches 
were picked out by troughs in which the bot-
toms relate to the most metrically segregated 
spaces with larger blocks. Those spaces are 
encircled by relatively smaller blocks. This 
is called as the edge-to-centre motif. Both 
motifs appear side by side,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kind of periodicity. In essence, such peri-
odicity results from the change rate of street 
 density. 

This leads to the conception of dimensionality. 
A linear space is considered as one-dimensional 
space, and a plate treated as two-dimensional 
space. The equally intensified grid should have 
a dimension of two, which approximates a 
two-dimensional place on the earth. The empiri-
cal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treet segments 
selected from the warm patches have the expo-
nents less than 2; but those chosen from the cold 
patches have the exponents higher than 2. To a 
large extent, it can be suggested that the centre-
to-edge motif is a sub-grid with the dimension 
less than 2; but the edge-to-centre motif is a 
sub-grid with the dimension higher than 2. This 
in fact shows the fluctuation of dimensionality 
found within urban networks. It can be called 
as the dimensional distortion of the urban grid,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cities.

In theory, the city adopts the centre-to-edge 
motif, which produces the minimum of mean 
metric distance at the level of the whole city. 
However, at the levels of medium and/or small 
scales, the motifs of the centre-to-edge and the 
edge-to-centre emerge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optimise the mean metric distance across 
those non-global scales. This article argued that 
urban network intensified at different scales in 
fact aims to make a balance among the different 

scaled integrations and to optimise the different 
scaled accessibility among various streets and/
or areas. In this way, different intensified areas 
with different geometric layouts accommodate 
various functional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at 
different scales. As a result, the periodicity of 
patchwork patterns is generated by geometric 
transformations operated at the non-global 
scales.     

In this sense, the optimization of connectivity 
among all the streets across scales results in 
a non-equally intensified urban network, but 
demonstrating the scenario in which street 
segment density changes with the variation of 
scales, or the variation of the scope from which 
we perceive the city. This can be an analogy of 
the dynamic fluctuation of trough-peak patterns. 
Therefore, the partition of the urban network is 
produced by the change rate of street segment 
density.    

Different functional patches or social commu-
nities essentially correspond to the variation 
of connectivity of spaces observed at different 
scales. Through this variation, some kinds of 
functions are mixed up and meanwhile some of 
them start to dominate some locations and even 
rejecting the invasion of other functions.

Street segment density, in itself, is the local 
effect, but the change rate of street segment 
density demonstr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ose 
streets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he latter 
is the basic geometry supporting multi-scaled 
vitality in cities. For the sake of practice, not 
only should we focus on small blocks and high 
density of the street network, but also take 
advantage of change rate of block size and street 
density as well as mixed uses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r segregation. In such way, we can 
generate more diverse and organic complex-
ity of cities, in which small and middle-sized 
blocks, big compounds,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s, high speed expressway and other urban 
elements and meanwhile all those urban forms 
can be used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activities 
satisfying diverse needs for human beings.


